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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李国平，杨　雷，刘生胜

摘　要：环境外部性一直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已有研究大多以空间计量为手段实证研究环境污

染的空间负外部性，而对环境保护的空间正外部性缺乏研究。以陕西省秦巴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

环境指数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的正的空间外部性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县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每提高

１％，本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高０．２２％；在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

环境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相对有限；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则具有负面影响，且这种影

响比较微弱。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县级政府应联防联治以共同促进本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而中央应完

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和相关产业调整政策以更好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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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
能，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城镇化
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
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我国的天然生态屏障，不
断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加速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早年由于计量方法的限制，国内学

者对于环境外部性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从理论上研究环境外部性的影响及外部性内部化问

题［１］［２］［３］。近年来，随着计量手段的不断发展，以空间计量为依托实证研究环境外部性逐渐成为国
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研究的内容主要以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为主。例如，一些学者运用空间计量
方法对不同区域典型污染物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典型污染物存在显著的空间外部
性［４］［５］［６］；另一些学者则通过构建污染指数对污染物的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环境污染具有
显著负外部性［７］。而对环境保护正的外部性的研究由于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不统一而仅有少数学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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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例如，一些学者从空间角度对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及分异进行了研究，发现生态环境
质量存在明显的高—高聚集现象［８］［９］。通过梳理文献还发现，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研究，已有文献
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上，而较少深入研究生态环境质量间的关系［１０］［１１］。
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间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地

方政府间生态环境保护行为，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服务水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根据
不同生态功能定位划分的区域，同一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不同地区所提供的生态环境服务具有高
度相似性，而这种相似的生态环境服务更容易产生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因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
法，以陕西省秦巴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辖各县间生态环境质量的
空间溢出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求对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政策提出建议。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以陕西省环保厅给出的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所辖３１县 （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作为各县 （区）生态环境质量的衡量。生态环境指数ＥＩ是根据不同类型生态
功能区的自然生态指标和环境状况指标综合得到的，能全面反映县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面分别从
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对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间的空间相

关性进行分析。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的描述，能够度量研究对象整体相关性，可

以通过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进行测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通过计算其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进行检验，其计算公式如下：

Ｉ＝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１）

式 （１）中，Ｉ为指数，测度的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总体相关程度；ｘｉ和ｘｊ分别表示ｉ地
区和ｊ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ｗｉｊ为空间权重，本文采用地理权重将其设置为：当ｉ与ｊ相邻
时，ｗｉｊ为１，否则为０；Ｉ的范围为 ［－１，１］，当Ｉ接近１时，ＥＩ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接近－１

时表示ＥＩ间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接近０时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Ｓ２ ＝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ｘ）２ 。

表１给出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所辖各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全
局 ＭｏｒａｎＩ统计指标。结果显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ＥＩ指数的 ＭｏｒａｎＩ值均通
过检验且都为正，说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陕西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间的生态环境指数的空间
相关性为正，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即生态环境指数高的县间彼此相邻，

表１　各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统计指标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Ｉ　 Ｅ （Ｉ） ｓｄ （Ｉ） ｚ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９　 ０．２０７　７９８＊＊ －０．０３３　３　 ０．１１６　４　 ２．０５０　８　 ０．０２２　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２５２　７５４＊＊ －０．０３３　３　 ０．１２４　７　 ２．２１４　５　 ０．０１４　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２０９　９３３＊＊ －０．０３３　３　 ０．１１７　２　 ２．０９６　８　 ０．０２９　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２５４　０１２＊＊ －０．０３３　３　 ０．１２４　９　 ２．２７１　３　 ０．０２９　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２３１　４４６＊＊ －０．０３３　３　 ０．１２０　０　 ２．２０９　６　 ０．０２８　００

　　　　注：随机性检验使用９９９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表示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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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指数低的县彼此相邻。从时间上看，表１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县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
相关性呈现高低波动规律，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相对较低，而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相对较高，但总体上

ＥＩ指数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统计值在０．２左右，这说明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间的空间相关性相对稳定。
图１为以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３年为例画出的各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散点图

横轴代表标准化的ＥＩ指数值，纵轴代表标准化ＥＩ指数的滞后值，散点图以均值为轴的中心将图分
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表示高—高的正相关，第三象限表示低—低的正相关。由于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为正，所以负相关的二、四象限为非典型观测区域。根据全局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显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多数县位于典型观测区域，位于非典型观测
区域的县有６—８个，这也进一步说明生态环境质量间的这种正的空间相关性的稳定性。其中，位
于第一象限高—高典型观测区的县主要包括：太白、凤县、周至、佛坪、镇坪、留坝、柞水、商
南；位于第三象限低—低典型观测区的县主要包括：镇安、略阳、西乡、宁强、南郑、旬阳、紫
阳、商州区、洛南、汉阴、城固、汉滨区、汉台区；位于非典型观测区的县则主要包括：岚皋、镇
巴、宁陕、平利、石泉和勉县。

图１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各县生态环境质量ＥＩ的散点图
１．洛南；２．凤县；３．周至；４．太白；５．商州区；６．丹凤；７．柞水；８．留坝；９．宁陕；１０．商南；

１１．佛坪；１２．洋县；１３．山阳；１４．镇安；１５．城固；１６．略阳；１７．勉县；１８．汉台区；１９．石泉；２０．
汉滨区；２１．宁强；２２．西乡；２３．旬阳；２４．汉阴；２５．南郑；２６．白河；２７．镇巴；２８．紫阳；２９．平

利；３０．岚皋；３１．镇坪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的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测度了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域范围内各县生态

环境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但这种整体的评价可能忽略了局部地区的非典型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描
述了一个空间单元与其邻近单元的相似程度，能够表示每个局部单元服从全局总趋势的程度，说明
空间依赖是如何随着位置变化的，其可以通过局部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测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Ｉ空间自相关可以通过计算其局部指数来检验，计算公式如下：

Ｉｉ＝
（ｘｉ－ｘ）
Ｓ２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ｘ） （２）

式 （２）中，Ｉｉ为指数，测度ｉ县ＥＩ与周围各县的相关程度，其他变量与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计算中
的设定相同。Ｉｉ＞０表示ｉ县与周围各县ＥＩ呈正相关；Ｉｉ＜０表示ｉ县与周围各县ＥＩ呈负相关。
图２和图３为以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３年各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为例画出的局

部集聚地图，集聚区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５％的检验。根据图２显示：高—高类型的集聚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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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至、洋县、佛坪、太白和凤县；低—低类型的集聚主要分布在南郑。纵观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这
种分布基本没有变化，周至、佛坪、太白和凤县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集聚地图中均有出现且为高—
高类型，同样南郑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集聚地图中也均有出现，但为低—低类型。据此我们可以得
出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集聚最明显的地区主要在该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
并且这种情况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图２　２００９年各县生态环境质量ＥＩ的局部集聚地图

图３　２０１３年各县生态环境质量ＥＩ的局部集聚地图

综上所述，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的空
间溢出，且这种空间溢出相对稳定，生态环境质量集聚最明显的地区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
质量间的这种正的空间相关性使得各县生态环境质量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但与此同时，这种相互
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而这种空间溢出又有赖于影响生态环
境质量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因此，弄清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间的空间溢出大小以及生态环境各影响因
素对各县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对于稳定和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完善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相关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本文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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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及变量选择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空间计量的基本思想是将地区间各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通过对基本模型加入空间权重

进行修正。目前，研究变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还有一种
是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ＤＭ）。
空间滞后模型 （ＳＡＲ）主要考察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区域的空间相关性，探讨一个地区是否存在

溢出或扩散效应。其模型表达式为：

ｙｉｔ ＝δ∑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ｕｉ＋εｉｔ （３）

式 （３）中，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Ｘｉｔ为解释变量矩阵；δ为空间回归系数；ｕ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ｉ为随机误差项；Ｗｉｔ为空间权重。
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主要考察存在于误差扰动项中的空间依赖性，探讨临近地区变量误差

的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区的变量误差观测值。其模型表达式为：

ｙｉｔ ＝Ｘｉｔβ＋ｕｉ＋φｉｔ，φｉｔ ＝γ∑
ｎ

ｊ＝１
Ｗｉｊφｉｔ＋εｉｔ （４）

式 （４）中，φｉｔ为误差项；γ为误差项空间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式 （３）相同。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模型，其既考虑了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又考虑了

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也存在空间交互性。其模型表达式为：

ｙｉｔ ＝δ∑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Ｘｉｔβ＋ρ∑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ｔ＋ｕｉ＋εｉｔ （５）

式 （５）中ρ为解释变量Ｘｊｔ的空间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含义与 （３）式相同。
由于本文以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因此相对于ＳＥＭ 模型而言，ＳＡＲ和ＳＤＭ 模型适合
本文的研究。并且在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认为适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空间计量模型应选择

ＳＡＲ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ＥＩｉｔ ＝δ∑
３０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ＥＩｊｔ＋Ｘｉｔ－１β＋ｕｉ＋εｉｔ （６）

式 （６）中，ＥＩｉｔ和ＥＩｊｔ分别表示ｉ地区和ｊ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由于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ＥＩ滞后一年，因此其影响因素也应滞后一年，这里我们用Ｘｉｔ－１表示影响ｉ地区第ｔ年生态环境
质量的控制变量；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由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与各县间空
间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采取地理权重作为空间权重，当ｊ县和ｉ县相邻时，则ｗｉｊｔ＝１，
否则ｗｉｊｔ＝０。
由于空间滞后模型 （ＳＡＲ）存在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则会使得估计系数的有偏或无效［１２］（Ｐ５５），因此Ａｎｓｅｌｉｎ建议采用最大似然法 （ＭＬ）来估计ＳＡＲ模
型。借鉴此方法，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 （ＭＬ）对设定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这样可以有效克
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偏误，从而科学反映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环境质
量间的空间依赖程度及各变量的影响程度。

（二）控制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除了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溢出外，影响某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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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考虑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
能区本身的特征，本文选择人均ＧＤＰ及其二次平方项、人均转移支付、第二产业比重、人均地方
财政支出和人口密度分别作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其他变量。首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倒 Ｕ型曲线关系，也就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先恶化环境质
量，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将得到不断改善，在此假说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人
均ＧＤＰ及其二次方项来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其次，转移支付作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转移支付资金的多少同样影响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的生态
环境质量，本文选择转移支付的平均水平即人均转移支付来反映这一影响。再次，产业结构及人口
密度可以从排污压力和人口压力两个角度反映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一般来讲一个
地区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口密度越大，则这两者对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这一影响在众多
学者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１３］［１４］。最后，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的高低也将影响其生态环境质量，而地方财政支付则是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的直接反
映，本文选择人均地方财政支付来衡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这一指标也被许多学者广泛应
用于反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１５］（Ｐ１３５６）［１６］。在控制变量选择的基础上，本文计量模型进一步
设定如下：

ｌｎＥＩｉｔ ＝δ∑
ｎ

ｊ＝１
ｗｉｊｌｎＥＩｊｔ＋α１ｌｎｔｒｉｔ－１＋α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α３（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２＋α４ｌｎｐｃｅｉｔ－１＋α５ｌｎｐｄｉｔ－１

＋α６ｌｎｐｏｉｉｔ－１＋ｕｉ＋εｉｔ （７）
式 （７）中，变量ｔｒｉｔ－１、ｐｇｄｐｉｔ－１、ｐｃｅｉｔ－１、ｐｄｉｔ－１和ｐｏｉｉｔ－１分别为ｉ地区第ｔ－１年的人均转移

支付、人均ＧＤＰ、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其他变量与参数的设置与公式
（６）相同。
由于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享受转移支付的时间不同，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本文选择２００９年以来持续享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３１个县 （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原
始数据为研究对象。其中，县域生态环境指数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环保厅，各县所获得的转移支付资
金来源于陕西省财政厅，各县 （区）的ＧＤＰ、常住人口、人均ＧＤＰ、第二产业产值、地区行政面
积和地方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 《陕西省县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样本数据变量的统计描
述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样本数据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Ｉｉｔ ４．１１８　７　 ０．０９８　９　 ３．６７３　５　 ４．３１９　６
ｌｎｔｒｉｔ－１ ５．２８８　７　 ０．５３２　８　 ３．６０１　５　 ６．８８６　９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 ９．７３６　８　 ０．４６５　３　 ８．９０６　８　 １１．７１５　８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２　 ９５．０２１　３　 ９．３２６　８　 ７９．３３１　１　 １３７．２６０　３
ｌｎｐｏｉｉｔ－１ ２．７６７　１　 １．０３５　２ －０．２４８　５　 ４．４０３　７
ｌｎｐｃｅｉｔ－１ ８．４０４　７　 ０．５３８　４　 ５．５９１　６　 ９．７７７　１
ｌｎｐｄｉｔ－１ ４．６６４　１　 ０．８３０　７　 ２．３２１　７　 ６．２７１　０

四、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一）最优模型的选择检验
表３给出了非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及相关检验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当研究对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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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一些特定个体时，固定效应模型是更好的选择［１７］，而本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也显示，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非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都拒绝随机效应的假设，因此固定效应模型优于
随机效应模型。从ＬＭ检验结果可知，用于检验空间自相关的ＬＭ＿ｌａｇ统计量在５％显著性水平拒
绝 “无因变量空间效应”的原假设，而用于检验空间误差的ＬＭ＿ｅｒｒｏｒ检验统计量并没有拒绝 “无
残差项空间效应”的原假设，这说明相对于ＳＥＭ 模型，ＳＡＲ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

ＳＤＭ模型能否简化为ＳＡＲ模型，从 Ｗａｌｄ检验和ＬＲ检验结果可知，Ｗａｌｄ统计量和ＬＲ统计量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通过检验，而如果 Ｗａｌｄ＿ｌａｇ和ＬＲ＿ｌａｇ检验统计量不能拒绝原假设，且

ＬＭ＿ｌａｇ或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检验显示存在空间相关性，则应选择ＳＡＲ模型［１８］。因此，本文最终
选择固定效应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ＡＲ）。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从表３结果可以看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δ为正且在５％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这说明相邻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每提高１％，将对本县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有０．２２％的促进作
用。这种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意味着陕西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面临 “共
荣共损”的局面，单纯依靠某些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将不能有效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总体的生态环
境质量。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并形成联防联治机制，有效利用生态环境质
量间这种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会显著提高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但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的
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同样会使各地方政府产生 “搭便车”的倾向，这种 “搭便车”会通过生态环境质
量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要求中央及上级政府

表３　模型的估计结果及相关检验

变量 普通面板模型 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ＳＡＲ）

δ ０．２２３　３９＊＊

（０．０４５　２）

ｌｎｔｒｉｔ－１ ０．０２８　４５　 ０．０２７　３７＊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９７　３）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 －０．３４４　７７ －０．３６５　４８
（０．２４８　５） （０．１５７　５）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２　 ０．０１４　７１　 ０．０１５　７８
（０．２９９　２） （０．１９８　５）

ｌｎｐｃｅｉｔ－１ －０．００３　４２　 ０．００３　５９
（０．８０９　７） （０．７７１　５）

ｌｎｐｄｉｔ－１ －０．３１３　６７ －０．３００　９５
（０．４３５　１） （０．３８７　６）

ｌｎｐｏｉｉｔ－１ －０．０３３　０２ －０．０３３　５４
（０．２２３　９） （０．１５３　３）

ＬＭ＿ｌａｇ　Ｔｅｓｔ　 ６．２３７　６＊＊

（０．０３７　２）

ＬＭ＿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２．３５７　１
（０．１３８　３）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１．３４０　４３
（０．１０５　８）

ＬＲ　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２．７５２　７
（０．１２０　８）

　　　　　　　　注：括号内为ｐ值，＊＊、＊分别表示在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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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促进各县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同时形成合理的监管措施来尽可能减少 “搭便车”行为，保障各
县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的有效实施。
人均转移支付系数为正且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人均转移支付的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各县的生态环境质量，但这种改善作用相对有限，也与事实情况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肩负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而民生的改善有
利于地方政府提升政绩、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民生建设；二是转移支付
资金的使用目前没有严格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可能引发转移
支付资金的挪用现象。作为中央的重点支持政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如果能更好地
发挥提高各县生态环境质量作用，则这种作用通过生态环境质量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对陕西省
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不断完善转移支付
政策以发挥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人均ＧＤＰ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其二次方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发展对各县生态环

境质量依然有着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弱，并且人均ＧＤＰ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 Ｕ型
曲线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如果将环境污染换成环境保护则预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图４　人均ＧＤＰ与ＥＩ的关系

之间会存在 Ｕ型曲线关系，而生态环境质量又是
环境保护的直接衡量，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也从
侧面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陕西秦巴山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存在。如果平均来看，陕西省秦巴
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平均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与人均 ＧＤＰ间则存在倒 Ｕ型曲线关系
（如图４所示），这与实证结果存在矛盾。这一矛盾
主要是因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部某些县经济发展

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导致的，以陕南地
区为例，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后陕南工业废水
和废气排放量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而这其中
城固、汉台等工业集聚区的工业废气、废水排放则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未来应该对这些县重点关
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但目前就总体而言，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禁限”规定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治理则使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也有利于生
态环境质量间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进而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负的、不显著的影响，而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对生态环境质量则具有正的、不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发展受限以及地方财政支出更多的
不是用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致。因此，未来应该继续稳定或降低第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适当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通过对比还可以发现，相对于空间面板模型而
言，非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均低估了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和转移支付对于各县生态环境质量的
影响，这说明不考虑生态环境的空间溢出性，模型估计可能存在不准确。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间的空间溢出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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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间存在明显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且
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性，空间效应的存在使得各县生态环境保护
行为存在 “共荣共损”和 “搭便车”现象。总体来看，除了勉县等少数县位于非典型观测区外，大
多数县处于典型观测区内；局部来看，生态环境质量集聚最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陕西秦巴山区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并且经测算发现，相邻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高１％，会促使本县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高０．２２％。
第二，增加人均转移支付资金有利于促进陕西秦巴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生态环境质量

的提高，但这种提高相对有限，人均转移支付资金增加１％，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仅提高０．０２７％。
转移支付资金的 “双重目标”及监管不足使得转移支付资金更倾向用于民生建设，从而使得环保效
果微弱。
第三，陕西省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依然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

系，且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某些工业比重较大的县中相对较大，但
总体来看各县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禁限”发展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破坏总体上被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但区域内各县经济发展基础的不同也使得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
可见，要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应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质量间的正向空间

溢出效应及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同时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此提出以下几
点政策建议：
一是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相邻各县应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联防

联控机制，努力最大限度发挥生态环境质量这种正向溢出。中央应该鼓励和协调各县间的这种协
作，为各县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提供便利的条件。同时，中央及上级监管部门应该制定防范措
施，防止各县由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而减少本县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 “搭便车”行为，从而
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溢出效应发挥最大效果。
二是完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监管，进一步挖掘转移支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从目

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监管仍不健全，中央侧重于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的事后监督而对于使用过程的监督相对宽松。而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转
移支付资金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不能立刻出现效果，同样转移支付资金的挪用也并不能立马反映在生
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上，所以事后监管并不能很好监管地方政府的转移资金使用行为。因此，未来中
央应更加重视转移支付的过程监管，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信息公开、建立由不同职
能部门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等措施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的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进行有

效监管。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管可以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所导致的各县生态环境保
护支出减少的倾向，并且可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转移支
付资金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三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对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强，如果继续传
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县可能会选择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这将不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和
提高。未来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加快探索以绿色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尽可能减少污染产业的
发展，例如可以选择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等产业。一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具有相对丰富
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绿色产业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绿色产业的发展相对于传统产业
具有起点低、发展快、污染小等优点，这也有利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对生
态环境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中央则应加快出台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产业支持政策，为重点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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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转型速度，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的
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环境质量间的正向
溢出效应会形成良性循环，更好促进整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稳定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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